台大，違建戶，與空間作為資本
林彥彤、余宜家（台大社會所碩士生）

就是說，又回歸到討論到情理法，或是法理情的問題…還是他認為說，住在這邊的人就是要他的土地，我就是佔地為王，我要他的土地…他們這些人是這樣想的時候，他沒有倒過來想說他們為什麼在這個地方？為什麼在這個地方？那為什麼，不公平在哪裡？之前為什麼有人可以配國宅？為什麼有人可以這樣，為什麼有人可以這樣，那，為什麼他就一定要這樣子？












（2011.8.9 居民口述）
一、台大、都更、違建戶
紹興社區是緊鄰台大日式宿舍群的違建──或所謂的「非列管眷村」──聚落，共135戶坐落在信義路與紹興南街的交口。周圍的大廈、公寓、台電公司阻擋了信義路與仁愛路的喧囂，小巷矮房，卻瀰漫著一股不安的寧靜。2010年8月，台大以「強化國有財產管理及運用效益方案」的名義，要求社區六十天內騰空或清除地上物，並將校地歸還給校方──雖然這塊台大口中的「校地」，不僅未曾出現在校方公開的校園地圖上，六十年來，台大也未曾聞問。2011年5月開始，居民陸續收到台大求償不當得利的民事訴狀，各戶索賠金額約在七十萬至百餘萬不等。年逾八十的簡先生
，用清亮的閩南話說：「你也要照這個好好溝通，我們不是說我們不要跟他講耶，我們開大門要歡迎他。你來跟我們講，不然我們應該安怎來弄…主任委員他提出三贏的方法，台大贏、住戶贏、建商贏。」（2011.8.14）
台大、居民、建商「三贏」的說法，道出這塊土地更隱晦繁複的現實。2008年，已透過旗下公司在此收購35戶的華固建設，提出與台大合作都更的計畫；然而，即便數次台大與業界的協商始終沒有具體的結果，此計畫卻持續出現在台北市都更審議會的議程中。坐落於台北市市中心菁華地帶，市政府於1990年公告此地為「中正區青年日報社東北側更新地區」，加上交通局評估將信義路、仁愛路恢復為雙向、捷運信義線預定於明年年底通車，資本介入這塊土地的運作並不令人意外。「非列管眷村」的安置或補償，在過去，是公部門應負的責任；然而如今，都市更新、國土活化與違建戶權益三方，在紹興社區這塊「菁華地」的交會，以一種殘忍的方式，印證了1990年代以降公私協作與經濟自由化的社會效應。當空間愈趨成為珍貴資本，國家財力愈趨困窘而必須仰賴私有資本來擘畫前景的時候，違建戶與土地所有者（公部門）的衝突，漸漸偏離了歷史責任的追究，而成為赤裸裸的金權競合遊戲。空間近用權的歷史辯論，也因而愈來愈被政治與經濟資本的割喉戰所取代──而兩項資本都不具備的違建戶，在這場戰爭中卻直接面對了失去家園的風險。
在這場遊戲裡，台大如何看待自身的角色？它如何理解空間與歷史的鑲嵌？作為台灣最高學府，除了「法律解決」以外，它似乎沒有任何溝通與協調的意願。以下是台大向法院提出的針對居民答辯的回應，於其中，紹興社區居民的形象，竟被如此去歷史地建構出來：
台北市地價飆漲，守法民眾要想擁有棲身之所，若非租房，即須買房。租房之代價為房租，其數額超過薪資半數者不乏其例，且房租一日未付，就會被催討，亦可能隨時被要求搬走；買房之代價，更係數百萬元之頭期款及必須勞碌數十年始能還清之房貸，人生精華歲月不過屋奴爾…無論如何，負擔均屬沉重。反之，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土地部分，未付分文即長期占用精華國有土地，已極不公平，實不知其有何特權或配國宅或擁都更權？（2011.6.9賢股原告回函，6-7）
這種「交換價值取向的地產意識」（曾旭正：1993），全然無視於戰後約五十萬兵民流離失所、不得不在法外地帶創造龐大非正式部門住宅市場的事實，而化約地以當代空間作為資本的主流思維，設想「公平」的意義。1960年代，台北市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違建裡面，而自1957年內政部公布的「違章建築處理辦法」開始，「新」、「舊」違建的定義，就成為相關法律上不可缺少的區隔。然而，這些法令雖然給了市有土地上的違建解套辦法，卻始終忽略國有土地上的大批違建。隨著空間經濟價值的飆升，既存居民愈來愈難以脫身，相對於此，他們也愈來愈被標示成一群佔地為王的投機者。
台大在歷史上的無能與懶惰，其實也體現了社區居民們面臨的輿論壓力。就算你的房子是花了半輩子積蓄買的，但是法庭上拿不出土地所有權狀，抱歉，請你打包走人。至於你要何去何從，那不關我的事。缺少了那張所有權狀卻還在住在這邊，似乎就暗示了一種蓄意等待，等待土地價格泡沫一樣地膨脹──這是社會習慣看待空間的方式，也是台大拿翹的籌碼。然而整個事件的核心，就是我們老是用自己看待空間的方式，去設想別人看待空間的方式，儘管對居民而言，他們只是要一個家。
然而要怎樣談論一個「家」呢？

二、空間的家國意識：黨國籠罩下的血脈與傳承
馮先生的爸爸在十幾歲時就被國民政府徵召入伍，參加國共內戰。1949年，國民政府敗退，馮爸爸隨著部隊先來到台灣，在營區外用草、竹、粽葉與瀝青隨意搭起了茅屋，準備不久後反攻大陸。當時馮先生的大姊恰好度晬（編按：閩南語稱嬰兒週歲），馮媽媽知道大陸快淪陷了，跟她娘家的人，借了黃金借了錢，跟她哥哥搭著帆船，逃難到台灣來；在高雄港上岸以後，再連夜坐火車上台北找馮爸爸，並藉著三輪車伕的同鄉網絡，輾轉找到了馮爸爸。隨著情勢愈來愈不樂觀，居住日久，馮家的草糊屋頂鋪上了瓦片，木牆改成了磚頭；竹籬笆圍起來的大雜院，好幾戶人家共用一個地下水泵打水。1952年有了電錶，也是大家共用，晚上，每戶點起一個五燭的小燈泡；明滅之間，就過了一甲子。
馮先生在紹興社區土生土長，而社區裡，至少有一半的居民，還能敘述上一代當年兩手空空來到台灣的流離故事：「我講難聽一點，四代啦，我們家已經經過四代了。四代子孫了在這邊經營我們的…這個是我們，講難聽一點，在台灣的，一個家，一個根哪，大陸那邊也沒有辦法」（2011.7.31 居民口述）。家離馮先生兩個巷口的胡先生是個年屆耄耋的老先生，當年他還是十幾歲的小夥子，在逃難的路上被抓去當兵，參加徐蚌會戰大腿挨了一刀，撿回一條命。胡先生來到台灣，捱到1970年才得以藉病退伍，輾轉換了幾個工作，最後向同袍買了紹興社區的房子，一住二十幾年。他說這個他這輩子住最久的紹興社區，已經是他的「第二家鄉」。
過去，由於附近就有聯勤總部、空軍新生社、台北監獄等公家機關，加上博愛特區嚴格的人口控管，有居民指出，當初這個區塊根本是「黨政軍」的空間，住的也都是軍公教職員跟他們的後代。另一個將此地當做「第二家鄉」的主要族群，除了軍公教職員，還有1960年代隨著出口導向政策帶來的工業化，而湧向台北市的城鄉移民。由於人口爆炸導致房屋需求短缺，當時違建之普及，甚至出現了專門出租違建的「職業違建戶」，以及專門與行政機關斡旋、辦理緩拆的「專業違建公司」（許坤榮1987: 75）。以紹興社區周邊為例，現今的林森南路（前上海路）、林森南路61巷、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以及紹興南街本身，在1970年代中期以前，都佈滿了違章建築，其中巷道蜿蜒如迷宮，在70年代末北市府進行道路拓寬工程後才陸續拆除。從現在的眼光看來，當時能夠被拆反而是「幸運」的，因為拆遷戶拿到了補償金，至少仍然有機會在台北市另覓居所，而未拆的違章建築，便成為住宅市場邊緣族群不得不然的選擇。這個特殊的歷史脈絡，給居民們落地生根的「第二故鄉」添加了悲涼的面貌，但作為一個家，它也轉錄了個人生命的痕跡。上文提到的馮先生說：
雖然說這是破房子…但是是一個家的中心…我比較念舊啦，媽媽講說，雖然她人已往生了，她說，這老厝你要給我顧（台語），改天我要回來看看子孫，沒有地方，你叫她去別的地方他根本不熟…你這間祖厝你要顧（台語），起碼兄弟姊妹在外不如意的時候，回來有個躲風躲雨的地方…你看，結果到我的手裡，你說叫我情何以堪？…我如何去面對我往生的父母？（2011.7.31）
破敗的空間看來也許不宜人居，卻積極支撐著每一戶家庭，有時候，只因為它是祖先留下來、自己在裡面成長的房子。44歲的梁先生目前跟太太和兩個女兒住在社區。梁先生的父親也是退伍老兵，在1968年買下社區一間約十五坪大的房子。父母過世之後，梁先生承接了這份「祖產」。我們問他為什麼不接受建商的條件搬走時，梁先生提到它所具有的象徵意義：
這個房子…這個房子齁，第一個是，我跟你講是我爸退休金，等於我爸一生的心血，我爸的退休金買的；再過來，這個是我生長四十幾年的地方，而且你看我公嬤都還在這邊，我們家現在只有我一個人在拜這些祖先，拜公嬤，我兄弟姊妹他們都沒有在拜，只有我一個人拜。所以這個算是祖居也好，或是怎麼樣也好，對這邊是我是有感情。我媽媽留給我，我總是要處理。（2011.8.10）
這種傳承，很有意思地在兩個層面上，體現了居民正當化違建戶這種汙名身分的努力。一方面，它繼承了70年代違建戶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它揭露了這塊「黨政軍」空間實質上是黨國對子民的回報。對許多居民而言，與黨國共患難的情懷，轉譯為對於空間的體認，也就是認為地是「國家」的，而根本不應該是台大的。既然水、電、門牌號碼一應俱全，居民也盡了繳稅、當兵等公民義務，被人格化為領袖的「國家」便無非是默認了違建戶的存在。當周邊的違建社區陸續得到補償或安置，認為國家終究會配房保障他們安身立命的信念，也就更為堅固。家園是個人辛苦所得，卻也是國家應允的，「家－國」成為一組不可分割的概念。本省籍的夏先生，對這種心境有很準確的描述：
戒嚴時期的時候哪有什麼什麼…什麼台大的地什麼地什麼地，你看幾年才解嚴？那戒嚴前這個地是誰的？沒有人跟你講是台大的。誰敢講說這邊是台大的？抓去槍斃啊…國家的！…你要是說現在蔣中正在的話不可能拆我們的房子。不可能啦！我敢講一句話不可能，尤其是我又幹憲兵的。我從小在這邊博愛區長大，你今天跟我拆房子又要我賠錢，蔣公都不會講這個話。我是你的子民我爸爸跟我媽媽我們的祖奶奶都跟著你一起上船來台灣的欸…你說這個地現在要叫我不當得利要怎麼樣怎麼樣，我想怎麼樣…有一點啊牛頭不對馬嘴。雖然我沒有在大陸打仗過啊，但是我的祖先有啊，不然我今天我怎麼會生在這裡呢，對不對？（2011.8.3）
有趣的是，因為夏先生的父母都是受日式教育長大的台北人，這邊的說法顯然不是「事實」；但是這樣一個非事實的陳述，卻更彰顯了祖先與黨國之於這塊土地的意義。我們稱這種論述所表現出來的概念為「空間的家國意識」，也就是說，這種意識將家園與國家，透過祖先的勞動所得，在特殊的歷史脈絡下扣連在一起。紹興社區這塊空間具象化了祖先勞動與苦難，因而格外具有不可抹滅的價值。
相對於「國家」，居民無法接受六十年來對社區從來不聞不問的台大居然在法律上擁有地主身分。然而由於台大聲稱自己是在國家政策下實行土地活化，當居民向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教育部等機關陳情未果後，亦不免有種被國家「背叛」的感受。馮先生屢次向我們提到：
我們的父母親為這個國家付出那麼多，離鄉背井，冒著生命危險，跟著國民政府到處抗戰，到撤退到台灣，你看，家也歸不得啊…今天好不容易在這邊有一個第二個家，那當初政府你如何對待我的父母就好了，現在我們這些當兒女的啦，在無心之中啊，我們茫茫渺渺之中，往父母親的手上接上這邊的產業…對國家付出那麼多了，國家現在是對待我們，對待我們這樣嗎？公平嗎？…真的有時講到會很心痛啊。（2011.7.31）
這種「被背叛」的感覺出現在多次田野中，居民向筆者抱怨：連中國的政策都比較人性化。胡先生在回四川老家時，聽聞親人因為三峽大壩遷村的安置經驗；太太是福建人的唐先生，也提到岳父家因為開發徵地而得到補償。「我們連共產國家都不如」成為跨越省籍與年齡層的許多居民共同的想法－－因為在相同的歷史條件下，別的違建戶得到了安置或補償，而我們不但沒有，居然還要被告。這種「一國兩制」的作法，是居民深刻相對剝奪感的主要來源，這來自對歷史有意無意的忽視。在視空間為經濟資本的主流論述下，特殊的歷史創造出的特殊空間情感，遂逐漸被社會的集體意識隔離於外，成為了問題化「違建戶」的條件。
然而除了特殊歷史的耙梳以外，還有什麼能構成違建戶與非違建戶彼此相互理解的管道？關於「家」的想像，有沒有更普遍的面向，是所有人都能在生活中實踐？在下一節，我們要討論的是，除了透過祖先的勞動而建立的主觀價值，居民自身的勞動，以及他們在這個空間生活而具備的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構成了另一個關鍵面向。透過家園的打造與生活空間的銘刻，居民為這塊社區勾勒出了有機地景，此截然不同於與透過衛星影像或土地價格所覆寫的抽象空間。
二、家園實作：家園打造與生活的默會致知
點開Google map，我們可以輕易標定紹興社區的位置－－仁愛路以南、信義路以北、紹興南街東面的這個社區，從空照圖來看，就只是一片圍繞日式宿舍群周邊毫不起眼的矮房。從另一個角度，當市場上土地叫價一坪百萬起跳，這塊土地卻又令人垂涎不已。社區既然不可能自外於社會而存在，居民當然也清楚自己的房子具有多少經濟價值。然而，更重要的是，家園同時也作為生活的空間（lived space）而存在。對於外省第二代而言，最初的暫住之處，透過祖先的勞動，如今成為家族成員的共同記憶，以及維繫家庭向心力的地標。外省第二代的梁先生說：
等你年紀大一點的時候就會有感受到，就是，那個…兄弟姊妹喔，大家成家立業的時候，一人就散居一處…如果沒有這個地方，好像就…本不見了。你過你的生活我過我的生活…好像失去一個共同的記憶，應該這樣講；失去一個共同的一個本，或是一個記憶，或者是一個源啦。所以我在想如果這個家沒有了…他們好像，有沒有再回來的原動力，不知道，他們願不願意再回來？…他們願不願意去我，去我新的家？應該會去，可是… （2011.8.10）
由於當時的建築往往破敗窳陋，家園的打造不僅花費儲蓄，還需要時間與勞力的投入。對於城鄉移民而言，實踐這項打造家園的工程，是格外鮮明的主權宣示。涂阿姨是彰化人，1960年代帶著三個小孩，與先生北上討生活，用蔬果生意存的一點錢買下現在的住所。提到台大要求拆屋還地，涂阿姨憤慨地用閩南語說：
不用人家可憐我們，我們以理講理。我就說那個時候溝很小，廁所在這邊，路很小。也沒有清溝，（一下雨）廁所就淹起來，糞就流的到處都是，幫他清…我就從（房子）前面用土堵住，不然那個髒水會淹進來，這樣自己作，怎麼可能會去請人。自己去載土，如果人家有在施工，就去弄來…那要是說台大要，還是政府要，那你也可以說弄一個比較乾淨的，啊你又沒有要來弄放給我們去整理，弄得好好的，現在要來收，這對我們來說有公平嗎？啊也不是說要公平啦，大家都要有那個良心…我們就是什麼都沒有才會計較這個，就是什麼都沒有才會計較。不然計較這個難聽得要死。（2011.8.14）
涂阿姨的「理」細膩地勾勒出人與空間依存的本質，然而相對於法律與官僚的「理」，這樣的說法顯然不會被聆聽。在另一位城鄉移民簡先生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經驗。1967年遷入的簡先生原本在六張犁 附近租房子，三十幾歲時，向工作認識的老兵買下社區的房子：
要搭的房子要自己開墾啦。他芋仔說要自己搭房子要自己開墾…啊我雖然是壞房子，但我那個修狗屋…啊我前面還有種一些花，放到台大宿舍的牆壁上，這樣就是鳥語花香。（2011.8.14）
如同其他居民提到，成家立業跟買房子，是人生最重要的兩個事件。曾旭正（1993：93-95）透過對城鄉移民的研究指出，現代都市中明顯的「交換價值取向的地產意識」，在房價於1970年代中期明顯成長以前，並不普遍；相對地，居住上的擺盪、不安定的人際網絡與空間熟悉感的缺乏，並不利於城鄉移民在都市中生存。因此，購屋不但是花上全部積蓄的人生大事，亦是移民落葉歸根的關鍵。尤其在當時房價租金比不到100（為現在台北市的六分之一）的社會，購屋不但是經濟上極其自然的選擇，也代表人們可以自力更生、不必再看別人臉色。在我們的訪談中，1960年代北上、最終遷入社區的城鄉移民，無一例外地，都有過與房東不合的經歷。例如涂阿姨提到：
我那個時候買這個房子還很高興不用跟人家租房子要搬來搬去。比較晚付錢，早上才睡醒，他就眼睛亮亮說要跟你拿房租，我就還沒去做生意你就要跟我討，也不會說留一點給我去買東西補貨，一大早起來就把兩百塊都拿走。我不會欠人家錢耶…我大姑那些有錢人，我也不會去依靠他們。我咬牙努力過來，所以我說這間房子，是我慢慢賺賺來的，你說要把我趕走，太超過了。我們人都有韌性，我不是白白住的，我也是跟人家買的，然後再把它整理乾淨。有價值了你才要跟我討…。（2011.8.14）
在1970年代快速擴張的台北市公寓市場容納了許多城鄉移民，然而經濟起飛帶來的豐美果實，並沒有平均地分配到所有市民身上。由於房地產市場在1970年代初、1980年代初與1980年代末幾次的狂飆，房價所得比急遽攀升（張金鶚等，2009），當初可以選擇在其他地方置產、或若被台大驅逐仍可另覓生路的居民，在今天卻是哪裡也去不了；相對地，未曾對這塊土地進行管理的台大，卻可以按照70年代以來飆漲的地價，請求居民返還「不當得利」。根據校方與國有財產局的說法，台大之所以未曾使用土地，是因為佔用戶妨礙了他們的計畫，然而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一個相反的故事：正是因為台大自1951年經管土地以來，就沒有關於這塊土地的計畫，才導致了今天的爭端。諷刺的是，坐擁行政資源的台大，仍舊能以高昂的地價作為與建商協議的籌碼，但居民已經無法再於他處覓得穩定的居所。他們在這塊空間費心打造的使用價值，在合法性與「交換價值取向的地產意識」的認識中，變得不值一哂。
生活實作所建立的主觀價值，除了宜居家園的打造，也來自生活空間不同尺度的銘刻。狹小的室內空間、低矮的天花板與閣樓，是這種矮房子的特色。然而隨著小孩成長，生活空間漸漸不敷使用，加上臨時搭起的屋頂禁不起一再風吹雨打，就慢慢地從柏油紙或瓦片翻修成鐵皮，加高成現在二層樓的樣貌。建築形式形塑了居民對居住空間的習慣與依賴。對老一輩的居民而言，擁有「自己的地、自己的天」以及熟悉的鄰里面孔，較諸公寓生活可親許多；而對較年輕的居民而言，當時全家人擠在閣樓上睡覺、毫無隱私可言的生活，則是他們的共同記憶。1970年代以前，由於生活普遍窮困，空間的利用往往極度壓縮。以梁先生家為例，十五坪大的空間，過去曾以木板隔間出租，總共住了四戶二十四口人。其中一戶「惡霸」就占了十一口，另外養了三隻狗跟一堆雞。與現在的情況兩相對照，這種擁擠的空間經驗既因親身經歷而深刻、又因為年代久遠而顯得模糊：「很難想像齁。現在想想也想欸，當初怎麼住的怎麼睡的，我到現在還在想。我也…回憶過去的時候，欸，怎麼有辦法住這麼多人，我現在也在想這個事情。」（2011.8.10）從新竹縣嫁來已經四十幾年的江阿姨也提到，他新竹鄉下的老家雖然窮，但是十分寬敞，想說嫁來台北生活會變好，沒想到不但一樣窮、地方更小，剛開始不能適應低矮的閣樓：
以前我們是一家人擠一個小房間，裡頭隔很多很多間，所有的姊夫都住在裡面過。一直到我們結婚，都還有，有其中哪一個姊姊或者姊夫或者那個，都還有住人，住在裡面。那時候很…就是窮嘛…但是我熬過來了。（2011.8.10）
如同涂阿姨將過去的辛酸轉化為對居住空間的認同，隨著時間推移，我們在江阿姨身上也可以看到類似的心境詮釋。
空間在身體上的銘刻，不僅來自於建築體本身，也透過與周邊鄰里的互動而延伸。今日的紹興社區乍看之下是生活機能匱乏的獨立區塊，與周遭的環境格格不入，但這種飛地式的景觀也是歷史的孑遺。在1970年代末周遭違建拆除以前，社區北方兩百公尺的「上海市場」是當地生活的重心，帶起了周邊環境的繁榮。如同居民所指出的：
夏先生：「…早期呢，在民國五十年，的時候，這裡是非常…這個博愛區是非常非常地熱鬧。」
唐先生：「他比較屬於傳統式的熱鬧，也有市場，以前學校附近有文具店啦，然後吃的啦，做西裝什麼，雜七雜八都有。反正傳統市場啦。」
夏先生：「吃、食、衣、住、行、育、樂，都有，很繁榮…很好生存…那差不多是在三十年就慢慢地，開始，這個大樓一蓋，就沒人，那邊大樓一蓋，就沒人了…甚至最早的時候我們這個紹興社區，也蠻熱鬧的。非常熱鬧的…像那個什麼王小姐他們家裡又打那個撞球啊，那個燒餅油條什麼到處吃的都很方便。現在唯一啊，晚上想吃個點心都很困難。真的。」
（2011.8.7）

1967年，台北市改制為直轄市；自1968至1981年的十四年間，台北市實施二期四年經建計畫與六年經建計畫，以新建與拓寬道路工程為公共建設的主要項目。此期交通的舒暢，雖然目的是紓緩移民潮的社會增加，卻也替房地產市場提供了無比有利的擴張條件（曾旭正 1994: 70-93）。然而整個城市的相對繁榮，卻對應著紹興社區的沒落：如同簡先生指出，在紹興南街拓寬「開通之後，就車就來，就嚕嚕嚕。以前沒有這麼大條，因為都佔住啦，很熱鬧啊，很有錢。不像現在這樣死寂寂，現在晚上都沒人。 啊現在價錢好了，都在施工啦，也沒有什麼好的職業啦」（2011.8.14）。過去由於緊鄰聯勤總部，加上現今紹興社區南、北面各一個眷村的豐富客源，紹興南街與四周違建聚落開滿了的牛肉麵、水餃、砂鍋魚頭等外省小吃，上海路沿路也有雜貨店、服飾店、租書鋪等商家林立。戴先生與梁先生年紀相仿，紹興南街的開通是他小學三年級印象頗深刻的事件。原本臨著蜿蜒小巷的住家，在一夜之間變成正對十二米雙向道，許多住在對面的玩伴也因此失去聯繫。當時的地景變遷，對他而言：
好像一塊肉一樣，他這邊把你削掉一邊就走了，這邊又削掉一邊又走了，然後這邊又削掉一邊就走了，所以，慢慢慢就，感覺像現在已經變得很，很冷清啦，不敢講落寞就很冷清。（2011.8.9 居民口述）
道路的開通加速了城市的運轉，現代化過程卻切斷了地方活力的來源，也讓小孩失去奔跑嬉鬧的空間；加上附近平房的改建，公寓式生活的普遍化，紹興社區便漸漸被孤立起來。原本複雜如迷宮的遊戲巷道，在權力的凝視下形成寬暢、可見、可輕易計算價格與分劃權屬的土地。公寓式、疏離而快速流動的城市生活，一點一點削去社區的有機活力，卻也慢慢替它塗上昂貴的金裝。房地產項目的增值對應著違章建築的問題化，正好映照出現代性都市的冷酷：「真的要變成華爾街了，白天，都是從外地來這邊上班的；一到五點鐘，全部都沒人了。」（2011.8.7 居民口述）
四、反省：被建構的違建戶
「空間的家國意識」與「家園實作」兩個構成「家園」主觀意義的面向，也許能為反對空間資本化的想法提供一些參照。「違章建築」事實上是一種法律建構，明顯地印證於1957年「違章建築處理辦法」制定以來不斷變動的「新」、「舊」違建定義。這些變動除了顯現權力鬥爭的結果，也意味著國家部分地承認了社群的歷史責任。如今，被建構出來的違建戶身分，在空間資本化的主流論述下，愈來愈被問題化為一群既得利益者。可是，社會對於違建戶的冷言冷語是一回事，一所汲汲營營於追求世界排名的大學，缺乏歷史觀與反思能力又是另一回事。對於違建戶身分的反省，在官僚行政之間，任由「依法行政」這四字箴言所排除。對於歷史的無能，照應了直接訴訟的手段。

如果違建的形成是──如同許多居民會強調的──「歷史共業」的話，那違建戶應當付出多少來給付屬於他們的那個部分？這當然不只是理想化的，例如，安置處的起造費，之後的承租、承購；可能還有重新找工作的成本、家園感的消失、人際網絡的斷裂、所有主觀意義的貶值……。但這些討論在現實中仍是侈言，如同主委在一次訪談中提到：
所以說有一些高人就跟我指點，你什麼都不要去管，看現在誰是你的爸爸你就去找誰，欸一針見血的，呵呵…他只有問你一句話啦，你今天當主委，你能、你能「控制」多少票源？…他什麼都是問你能不能控制多少。就像曾經有一個建商，他說你能控制多少坪，一坪五百萬啊，…你們同學問我如果我今天手上能控制多少的資源的話，對你才是有個價值啊，對不對？好比說我能從民國二十年的舊照片跟資料，一直保存到現在，這個就是資源了。我這個往你身上一擺，這麼一擺的話，那你就不得了了。這個我懂。（2011.8.7）
作為訪談的提問者，我們當然沒有提過類似的交換協議，然而這樣的陳述，也迫使田野工作者不得不反省自己的運動參與，以及將複雜經驗現象轉譯為學科中的冷靜語彙，對於運動的實作究竟具有多少「價值」。種種現實的交換，自然可能比追求主觀理解的訴求要來得有效。然而這篇文章試著指出的是，無論政治資本與經濟資本的交換條件有多誘人，空間的主觀意義也不會完全消失，並持續地在我們的生活中發酵。「到底在城市中擁有一塊棲身之地，需要付出多少價值？」對於違建戶身分的反思，只是一個謙卑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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